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论范仲淹理学先驱之地位

及其对理学的实际贡献
邢 爽 胡 遂

摘 要: 近年来，范仲淹作为宋代理学的先驱，其地位逐渐被关注。但是，学理方面的论据还显得不是很充足。
范仲淹作为理学先驱，不仅是由于他对后辈理学家的关爱和识拔，更重要的是范仲淹在“知”和“行”( 对本体的认

识和修身工夫) 这两方面都有开创之功，并且在理学的“心性”问题等方面提出了新的理路。后来的理学家们基本

上是在解决范仲淹所提出的理学核心问题。本文试从范仲淹对后辈理学人物的识拔，范仲淹复兴儒学之精神以及

范仲淹在理学上的实际贡献等方面进行论述，重新审视范仲淹作为理学先驱的地位和功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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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朱熹时起，就有对范仲淹在理学史中地位的

讨论。朱熹的《伊洛渊源录》虽称周敦颐为道学的

开山祖，但在谈论关于北宋道学之盛的兴起时，他

说到“亦有其渐”［1］3089，这个“渐”的开创者指的就

是范仲淹。之后的程颐，由于与胡瑗有师徒之谊，

尤其敬礼胡瑗，故将胡瑗及曾与胡瑗同学的孙复、
石介视为宋学之始，并影响到后来的朱熹。全祖望

补修的《宋元学案》明显是受到了程朱的影响，把

三先生的学案列于卷首，而单列“高平( 范仲淹) 学

案”一节，置于“宋初三先生”之后，专述范仲淹之

行迹。至近代，钱穆才将范仲淹拨置于宋学规模的

创建者。［2］720 世纪末以来，范仲淹的理学先驱地位

多次被提及和肯定。从事实上看，范仲淹确实是以

一个先驱者的地位和角色，识拔后学、领袖群伦，复

兴儒学精神，用释、道思想丰富儒学，推动了北宋理

学的兴起。

一 范仲淹对后辈理学重要人物的识拔

范仲淹一生对劝学育才表现出不懈的热情。
他入仕 37 年，无论是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，

无时不刻都在识拔后学。除了宋初三先生，早期的

理学家张载、李觏也得到过范仲淹的指点与提携，

后来成为宋代名臣的富弼、张方平等也可谓是多其

所教。朱熹曾记述道:“文正公门下多延贤士，如胡

瑗、孙复、石介、李觏之徒，与公从游，昼夜肄业，置

灯帐内，夜分不寝。”［3］

宋初三先生与范仲淹的关系现在已经比较明

晰。从 齿 序 上 来 说，宋 初 三 先 生 孙 复 ( 992 －
1057) 、胡瑗( 993—1059) 、石介( 1005 － 1045) 都比

范仲淹( 989 － 1052 ) 小，尤其是石介。从学脉上来

讲，石介是范仲淹的门人。天圣四年( 1026 ) ，晏殊

聘请在应天府家中为母服丧的范仲淹担任应天书

院的教务。同年，21 岁的石介慕范仲淹之名来应

天府学学习，一生秉承范仲淹的精神和治学思路。
而胡瑗、孙复虽列“高平讲友”，其实都是范仲淹的

后学，并为范仲淹所识拔。起初孙复家贫，据《东轩

笔录》载，范仲淹执掌睢阳书院时，孙复曾去拜谒，

范仲淹赠钱一千。第二年，孙复又去拜谒，范仲淹

又赠一千。之后又补孙复为学职，并激励他“安于

学”，使他免除了奔波于家乡与书院之间的辛苦。
范仲淹还以《春秋》授孙复。孙复也衷心追随范仲

淹，之后范仲淹赴京馆职，孙复亦辞学职而归，在泰

山筑居讲学十年之久，主要讲授的就是范仲淹授予

他的《春 秋》，世 称“泰 山 孙 先 生”。景 祐 二 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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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1035) ，范仲淹于自己的宅基南园筑建学舍，奏请

立郡学，聘请胡瑗为教授。景祐三年，范仲淹向朝

廷推荐胡瑗:“臣闻臣之至忠，莫先于举士; 君之盛

德，莫大于求贤。泰通之朝，岂敢隐默。臣窃见前

密州观察推官胡瑗，志穷坟典，力行礼义。见在湖

州郡学教授，聚徒百余人，不惟讲论经旨，著撰词

业，而常教以孝悌，习以礼法，人人向善，闾里叹伏。
此实助陛下之声教，为一代美事。伏望圣慈特加恩

奖，升之太学，可为师法。”［4］55 后胡瑗被授为秘书

省校书郎，名显于朝。范仲淹的好友滕宗谅 ( 子

京) 知湖州，又聘胡瑗为郡学教授。胡瑗在苏州、湖
州讲学二十余年，与孙复在泰山、石介在徂徕讲学，

使二地为宋初儒学复兴运动的南北重镇。此三先

生后来被认为是宋代理学“开伊洛之先”的先行

者，其理学奠基地位毋庸置疑。范仲淹对宋初三先

生具有提携爱护之功，他们受范仲淹的激励、延聘

和推荐，将其复兴儒学的精神付诸治学和讲学之

中。后来安定苏( 州) 、湖( 州) 学规都是以范仲淹

订立的睢阳学规为滥觞。
《宋元学案·序录》云:“高平( 范仲淹) 一生粹

然无疵，而导横渠 ( 张载) 以入圣人之室，尤为有

功。”康定元年( 1040 ) ，范仲淹以陕西经略安抚副

使兼知延州，时张载( 1020 － 1078 ) 年方弱冠，喜谈

兵，上书来谒。张载曾向邠人学习过兵法，甚至曾

和朋友付诸实践，筹划起兵攻取洮西。范仲淹见张

载，知其远器，以“儒者自有名教可乐，何事于兵”
诲之，并授以亲手抄写的《中庸》。张载“遂翻然志

于道，己求诸释、老，乃反求之《六经》。”［5］662 范仲

淹劝张载放弃研究兵法，建议他研究儒家的学说，

要他仔细研读《中庸》。张载在四处寻访佛、道数

十年无一所得的情况下，终又回到研究儒家的六

经。庆历八年( 1048 ) ，31 岁的张载与程颢、苏轼、
苏辙等人同登进士第。后成为关中士人宗师，世称

横渠先生。横渠之学又称关学。
关学与濂学( 周濂溪) 、洛学( 二程) 为庆历学

统四起之后宋代儒学大盛的标志，此三大学系其实

与范仲淹都有关系。范仲淹之学与张载已确然为

宋学之一直接谱系。周濂溪( 1017 － 1073 ) 比范仲

淹小 28 岁，曾授业二程，其实亦高平之后学。程伊

川( 1033 － 1107) 尝游太学，为胡瑗识拔而为“安定

门人”［5］589，由此可见，洛学不只源于濂溪，亦启自

安定。如此，范仲淹通过安定下启洛学亦成谱系。
因此，濂、洛、关学之兴，应该首推范仲淹识拔启导

之功［6］。

二 范仲淹复兴儒学精神

北宋中期的学术发生了一次重要的转折，使宋

代儒学逐渐走上复兴之路。范仲淹被视为这一时

期收拾儒门、复兴儒学的第一人。南宋陈傅良曾

说:“宋兴，士大夫之学，亡虑三变。起建隆，至天

圣、明道间，一洗五季之陋，知乡方矣，而守故蹈常

之习未化。范子与其徒抗之名节，天下靡然从之，

人人耻无以自见也。”［3］朱熹也说:“本朝惟范文正

公振作士大夫之功为多……祖宗以来，名相如李文

靖、王文正诸公，只恁地善，亦不得。至范文正时便

大厉 名 节，振 作 士 气，故 振 作 士 大 夫 之 功 为

多。”［1］3086范仲淹倡导传统儒学，躬身力行，为儒门

士子重新树立了可以践行的人格典范。
如众所知，北宋理学的兴起，最初表现为庆历

时期开始出现的一个复兴儒学的思潮。北宋初期

的几十年里，正统儒学并不为人所重视。士人学子

无非是把儒学当作科场获胜的工具罢了。而儒、
释、道三家思想的融合与并行，更是使君主与士大

夫们各取所需，为己所用。这一情况也越来越惨

淡，收拾不住。程颐在评价当世之学时曾说:“今之

学者有三弊: 一溺于文章，二牵于训诂，三惑于异

端。苟无此三者，则将何归? 必趋于道矣。”［7］1185

面对内忧外患，统治者和有志的士宦们面临着是否

改弦易张的抉择，范仲淹对此亦早有深刻认识。急

功近利的“进士场屋之业”与不关注现实的“释、道
山林之趣”都被范仲淹视为异端。“明体达用之

学”是道学的基础，怎样在此基础上，调和“释、道

山林之趣”成为范仲淹在当时思索和解决的问题。
范仲淹对佛道持理性和包容的态度。北宋立国以

后，因外患不断，内乱迭起导致经济困顿，朝中重臣

多强烈反对佛道二教，以改善窘迫的状况。范仲淹

提出对佛教“止可完旧，勿许创新”，而没有绝对地

反对。他客观地看待佛道之利与弊，融汇三家思

想，铸熔了“不以物喜，不以己悲”的超越境界。
范仲淹复兴儒学之精神主要是依托庆历新政

和执掌睢阳书院来实现的。范仲淹曾就学和执教

于睢阳书院。四方前来就读和专意向范仲淹问业

的人络绎不绝。睢阳学统所展现出的艰苦砺行，恢

复先儒修己治人的道德仁义精神，重视内圣，明道

经世，关注社会的精神对矫正五代以来的文教风俗

之弊端起到了关键性作用。在《上时相议制举书》
一文中，范仲淹明确地提出:“夫善国者，莫先育材;

育材之方，莫先劝学; 劝学之要，莫尚宗经。宗经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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道大，道大则才大，才大则功大。”科举考试要“先

之以六经，次之以正史，该之以方略，济之以时务”，

从而“使天下贤俊，翕然修经济之业，以教化为心，

趋圣人之门，成王佐之器”。［11］208 可见，范仲淹恢复

儒学传统精神的理念是十分明确的。范仲淹《南京

书院 题 名 记》一 文 谓“廊 庙 其 器，有 忧 天 下 之

心”［4］165，《岳阳楼记》的“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

之乐而乐”［4］168，都展现了睢阳书院生活对他恢复

儒学的深刻影响。
天圣六年( 1028) ，经晏殊的推荐，他荣升秘阁

校理，负责皇家图书典籍的校勘和整理。此时的范

仲淹，风尘仆仆从民间而来，给朝野带来了新的气

象。但不久他就因直言刘太后干政而遭到贬谪。
这次虽然没来得及施展他“革时弊”的政治主张，

却展现了他经世济民、治国安邦的宏图伟愿。他打

破释老的“空遁”和“无为”，大胆的革新成为了救

国救民的良方。欧阳修评价他说:“公少有大节，于

富贵贫贱毁誉欢戚，不一动其心，而慨然有志于天

下。”［8］114范仲淹虽最高官至副宰相，主持了“庆历

新政”，但是他一生中在朝时间很短，有四进四黜之

经历。前三次都是因为耿直言事而被贬出京。但

其志始终不改，在其《灵乌赋》中表达了仍然坚持

“宁鸣而死，不默而生”的为官准则。他对为民为

国、追求圣功从不避讳，因此他被政敌吕夷简等人

污蔑为“好奇邀名”、“务名无实”［9］。对此，他不

以为然，光明磊落地作《帝王好尚论》、《近名论》、
《推委臣下论》等论予以反驳。其中《近名论》说:

“人不爱名，则虽有刑法干戈，不可止其恶也。……
不使 近 名，则 岂 复 有 忠 臣 烈 士，为 国 家 之 用

哉?”［4］172庆历三年 ( 1043 ) 的新政虽然如昙花一

现，但是以范仲淹为首的此批“名士”所倡导的复

兴儒学的思潮却逐渐蔓延开来。“以天下为己任”
成为了后来士大夫们的一种新的道德规范，并且很

快就在士林之间得到了巨大的响应。
范仲淹的倡导与躬行使得北宋中叶以后士大

夫的价值观念与人格理念发生了重大变化。一种

新的人生价值、人格理想在士大夫群体间悄然形

成。他们把关怀社会、心忧天下的儒家核心价值发

扬光大，而且区别于晚唐和五代时期的士大夫们，

他们表现出了通过修齐治平成为圣贤的人格理想。
《宋史·忠义传》中说道: “( 北宋) 士大夫忠义之

气，至于五季，变化殆尽……真、仁之世，田锡、王禹

偁 、范仲淹、欧阳修、唐介等诸贤，以直言论倡与

朝，于是众位绅知以名节相高、廉耻相尚，尽去五季

之陋矣。”［10］

三 范仲淹对理学的实际贡献

范仲淹虽然没有专门的哲学著作，但他对理学

的实际贡献在于他在“知”和“行”两方面都对后来

理学的兴起和走向产生了积极的影响。范仲淹在

北宋初年由词章训诂解经之习向自抒胸臆释经之

风的 学 术 转 型 中，起 到 了 引 领 风 气 之 先 的 作

用。［11］162改变了汉唐以来儒家象数学与注释学的

传统，开始了以义理解经的新风气。［12］105 力图直指

孔孟之道统。
范仲淹以《易》学、《中庸》为中心的哲学思想，

为理学的兴起创造了理论条件。当时出现的一批

思想家，以批判佛学、复兴儒学为己任，为了回答佛

教提出的挑战以重建儒家哲学，他们纷纷从儒典中

寻找理论根据，重新进行解释。范仲淹便是这样的

先行者。从范仲淹之学及其门人的著作来看，范氏

一脉都尊崇《易经》与《中庸》，这与范仲淹先行倡

导 有 很 大 关 联。范 仲 淹 博 通 六 经，尤 精 于

《易》［10］10276，且曾以《中庸》授张载，所以范仲淹与

其师戚同文二人之学大概是以《易》与《中庸》为中

心的。安定胡瑗著有《易传》十卷、《周易口义》十

二卷及《中庸义》等［5］24至泰山的孙氏，据石介所撰

《泰山书院记》说: “先生常以为尽孔子之心者《大

易》，尽孔子之用者《春秋》，是二大经圣人之极笔

也，治世之大法也，故作《易说》六十四篇，《春秋尊

王发微》十二篇。”［13］所以后人多认为这几位学者

是以范仲淹为中心的一派学者，其学问的根本是

《易》和《中庸》。这一派也是周敦颐及二程的先

导。［14］287有学者指出，范仲淹为中心的一派与欧阳

修的一派有比较大的差别，欧阳修一派以《春秋》
为中心，并极其讲究大义名分。范仲淹一派主要以

《易》与《中庸》为学问的根本，更注重探求仁心的

本源，讲究所谓“穷理尽性”。后来“南宋的朱熹把

这二派加以综合，他遂集了宋学的大成”。［15］258

范仲淹先于后辈理学家提出了“理”的问题，

成为后辈理学家所发展和探讨的性理之学。性理

之学是一种将人的内在本质与事物的外在法则统

一起来的哲学思考和学术建构，也就是要沟通“人

道”与“天道”。对“理”的本体的确立是二程。将

“理”这个初具本体含义的概念提出来，这在理学

发展史上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。朱熹继承了程颐

的观点，更加明确地在对“理”与“气”以及万物关

系的辨析中确立了“理”的本体地位。其实，范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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淹早有对“理”的探讨和论述，他已将程颐提出的

“理一分殊”从伦理学意义转变成本体论命题。范

仲淹将《易 传》中 多 次 出 现，但 尚 无 明 确 意 义 的

“理”进行解释，他在其《穷神知化赋》中说道: “惟

神也感而遂通，惟化也变在其中。究明神而未昧，

知至化而无穷。通幽洞微，极万物盛衰之变; 钩深

致远，明二仪生育之功。……原其不测，识阴阳舒

惨之权，察彼无方，得寒暑往来之‘理’，莫不广生

之谓化，妙用之谓神。视其体则归于无物，得其

‘理’则谓之圣人。”［4］445 在这里他认为，无物之体

( 乾坤) 就是终极实体，而一切“往来之理”都蕴含

于这一无物之体之中，同样是宇宙的本源。他还认

为“理”不仅是自然万物演化的法则，同时也是融

摄人伦之理的法则。范仲淹从本体论上立论，将人

道与天道结合，将人文与自然相会通，力图沟通天

道之理与人心性命之理。这样“得其理”便有了修

身成圣的可行理论支撑，心性之学已经逐渐有了形

而上“理”的根据。
处于思想转型时代的范仲淹在北宋率先提出

“孔颜乐处”的问题，并把对“孔颜乐处”问题的思

考引入到“心性之学”的探讨之中，这可以说是儒

学发展的一个新的向路。“孔颜乐处”是宋初思想

界讨论的热点问题之一。二程从前人那里继承了

对此问题的关注，全面提升了它的内涵，提出“圣人

气象”说。［15］1儒家一直关注人性与天之间的关系，

儒家的性与天道的融合从根源上说需从孔子论

起。［16］孔子很少谈“性”，从孟子开始才将心、性的

概念放在一起论述。但孟子一派的“心”并不属于

本体论范畴，更偏向于主体范畴。至唐代韩愈提出

“道统”说和“性三品”说，已显现出新风气，他的学

生李翱受到天台宗止观理论的影响，完善了韩愈的

性情 论。至 公 认 的 理 学 开 山 祖 北 宋 周 敦 颐 讲

“诚”，他认为“诚”是人的本性，禀太极之理，纯粹

至善。周敦颐也常谈论“孔颜乐处”这个命题，引

发了儒学从文字训诂章句向心性义理天道的大转

折。后来，周敦颐教授二程，二程用心揣度领悟，并

使二程对儒家经典的兴趣转向心性义理方向的参

悟与阐释，这对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产生了重要影

响。曾受学于范仲淹的张载讲天地之性和气质之

性，实际也是在探讨心性问题。张载认为:“太虚无

形，气之本体，其聚其散，变化之客形尔。”［17］7 然我

们追溯北宋一代探讨此问题的源头，当数范仲淹。
范仲淹由“师经探道”之思路，将经学转成道学，建

立了以道释《易》、以《易》论政的《易》学，又从其

《易》学转出“穷理尽性”的观念、从其《春秋》学中

转出“尊王黜霸”的观念，为宋儒开道体大用、内圣

外王的方向和规模。［6］

大中祥符七年( 1014) ，范仲淹在其所作的《睢

阳学舍书怀》中提到“瓢思颜子心还乐，琴遇钟君

恨即销”。［4］62他把此时的自己比作颜回，他认为颜

回在贫 贱 的 环 境 中 保 持 了 一 种 自 足 的“道 义 之

乐”，同时也表达了他同颜回一样追求内圣外王的

情怀。范仲淹认为，颜回之乐的主旨并不在于贫贱

本身有什么可乐之处，而是不为物欲所困的主体内

在之乐，也就是“乐”与“道”的统一。范仲淹极其

推崇这种崇高的精神境界，一生多次谈及此乐。以

往的士大夫们，站在儒家“有我”的立场上，多缺少

佛禅“无我”的可以安情养性的心灵支撑。而范仲

淹的“孔颜乐处”问题正是对这一问题的探讨。佛

学为新儒学提供了安心立命之道的养料。“孔颜乐

处”问题对后辈周敦颐、二程等有很大的启发作用。
周敦颐多次在《通书》中探讨“孔颜乐处”问题，并

引导二程对此深入思考。之后，“孔颜乐处”问题

成为宋明理学中一个重要命题。
范仲淹荐张载读《中庸》。张载明确地提出了

“天人合一”思想，他的“气本论”为“天人合一”之

学的建立奠定了基石。范仲淹给予了张载许多重

要的启发。范仲淹已经把人的存在的本体上升到

与宇宙本体同一的层面，具有“天人合一、会通”的

思想。他把人看作是天地万物之核心，把人的心和

性看作是根本。《周易》认为人性之初如懵懂之孩

童，无好坏之分，纯正无邪的品质应该在后天培养。
范仲淹的《蒙以养正赋》依此提出“蒙正相养”，他

认为人心性之正本就隐藏于自身内部，这与他论证

“明为诚之表，诚乃明之先”是相同理路，一定程度

上影响了后辈理学家对“心”和“理”的讨论。范仲

淹在《省试自诚而明谓之性赋》说道: “圣人生禀正

命，动由至诚。发圣德而非习，本天性以惟明……
岂不以自诚而明者，生而非常; 自明而诚者，学而有

方。生而德者，实兹睿圣; 学而及者，惟彼贤良。颜

生则自明而臻，为贤人而可拟; 夫子则自诚而至，与

天道而弥彰。”［4］18可见，范仲淹认为圣人之德是与

生俱来的天性，颜子之乐来自于他天性的“明”。
余英时先生谓“范仲淹此文全就《中庸》发挥，充分

表达了由修身、齐家而建立理想秩序的意识，而且

也含有‘内圣’与‘外王’相贯通的观念”。显然，范

仲淹是继承《中庸》: “自诚明，谓之性; 自明诚，谓

之数。诚则明矣，明则诚矣。”之意，试图寻求天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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与人道的合一。“诚”即指天道，“明”即指人道。
范仲淹发展了《中庸》的“性本善”的思想，他认为

只要人 们 充 分 发 挥 自 身 本 来 就 具 备 的“诚”和

“善”，再修养其“明”，就可以达到“圣人之性”。可

见，范仲淹已经开始深入到儒家心性天道的范畴，

并初步有了打通“外王”与“内圣”两个领域之间关

系的意图。这为理学的道德形上之学奠基了基础，

也确立了范仲淹在理学思潮兴起中的先驱地位。
赖永海在《佛学与儒学》中指出: “佛教影响儒

学最大者是其本体论的思维模式。”［18］25 即佛教的

心性本体论影响了儒学在此时期的发展。宋代的

新儒学 建 立 了 中 国 传 统 儒 学 与 天 道 的 联 系，把

“性”作为政治与伦理的根本依据，而在此之前儒

学与身心修养、精神归宿基本是无关联的问题。范

仲淹的思想有着相当浓重的儒、释、道三家思想融

合之意，他试图对心性、性命、天道作出自己的解

释。他借鉴了释、道二家的境界与思维方式，完善

传统儒家的缺失，理性地接受和对待儒学与佛学，

援佛入儒，为理学“心性论”构架了新的思维模式。
范仲淹不以贫困为忧，以刻苦向学为乐，忧乐圆融

的超越精神，实现了儒家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

的最高理想境界。范仲淹从幼年时期开始就受到

佛教思想的浸润，作为佛教外护的他提倡合理发展

佛教。范仲淹早年寓居醴泉寺，他在广泛涉猎六经

的同时，染沐“佛性向善、普渡众生”的佛学教理。
范仲淹一生多建寺、度僧的善行，不乏与禅僧讨论

禅机的行动。他在回高僧偈语时也说: “连朝共话

释疑团，岂为浮生半日闲。直欲与师闲到老，尽收

识性入玄关。”［19］151据《居士分灯录》卷上记载，他

曾得到佛经《十六罗汉因果识见颂》一卷，并为其

做序，此序足见其深入经藏得正见。
综上所述，范仲淹为理学开辟了新的理路和旨

趣，实为宋代新儒学之先驱。范仲淹的思想中充满

了对佛教的心性本体论的借鉴，初步有了构建道德

形而上体系的痕迹。他的此举调和了历来中国的

儒学过分重视政治伦理与现实生活中人们的情感

欲望之间的矛盾，改变了魏晋、隋唐时期儒门收拾

不住的局面。慧能的佛学革命确实解决了困顿的

中国士大夫们的精神信仰问题，同时也对儒学形成

了新的压力。范仲淹深入六经求原理，倡“孔颜乐

处”探“古仁人之心”。他的“天人会同”思想深深

地影响着后来的理学家们。他用自己的一生实践

了“明体达用”之精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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